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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变革是近代中国复杂时势中表现最为剧烈

的内容之一，而在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诸端中最突出

的景象则为政党政治的萌芽与发展。孙中山在1913
年就言：“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①在近

代中华民族求强求富的复兴目标追寻中，一批先进

人士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挽救国运，西方的政党及其

政治运行模式成为学习的对象，并在清末民国时期

得到实践与发展。张朋园就观察到，早在 1840年前

后，一批传统绅士、政府官员就开始了解西方议会政

治，加之来华传教士的传播，西方政治观念在清末民

初得到发展。②西方议会政治的重要载体政党，也在

清末民初得到发展，同盟会的成立即是这一发展进

程的重要表现内容。由同盟会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

国民党，在 1927年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党治政

体政权，从另一维度呈现了政党在近代中国政治发

展中的复杂性、重要性。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历程错

综复杂，在不同阶段，国民党的组织经历了同盟会、

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的嬗变历程；在不

同区域，其组织发展的程度也差别颇大。关于此点，

学术界已多有关注。③在民国尤其是北京政府时期

呈现的政治区域化场景中，西南滇川黔诸省的形态

颇有代表性，④而云南因其邻边、地广、政治经济相对

边缘等特点，政党在这一区域的发展，既呈现了与全

国政治图景一致的普遍性情况，也表现了西南区域

的特质性内容。民国有论者就言：“云南为一边僻之

省区，过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不能与内地

并肩前进。”⑤笔者曾撰文对 1905-1912年间的同盟

会及 1927-1937年间的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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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阐述，⑥此处拟结合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根据

相关档案、报刊等资料，对1913-1927年间国民党的

早期组织嬗变过程进行勾勒，从整体的视野呈现国

民党组织在云南的主要发展脉络，以期透视国民党

政权统治整合力不强及脆弱性的历史渊源与区域特

征，加深对民国政治发展复杂性的认识与理解。不

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改组与发展：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形态(1912-

1913)

诚如时人所论，“言云南之党务，必溯始于清末

之革命运动”。⑦关于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笔者曾

有过专文讨论，此处不作详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后，鉴于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同盟会于1912年8月
13日，与统一共和党等党派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

宣布合并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开成立会于

北京”。国民党本部设于北京，“设支部于各省及海

外各埠”。⑧“滇省应之”，李根源被推举为云南支部

长，赵伸及袁家普则被推举为副支部长。⑨国民党与

同盟会之关系，孙中山在1914年有过阐述：“国民党

为同盟会之产儿，同盟会为革命党之元素，其精神主

义乃始终一贯者。”⑩

国民党云南支部成立后，一方面党员发展规模

较为迅速，另一方面在组织建设上则十分涣散。同

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重要目的是为了在政党林立的

背景下尽快壮大同盟会的力量。于是，在成立后就

“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国民党云南支部在党

员发展上也采取了这一方式。同盟会云南籍会员杨

友棠就言，“同盟会与五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

值吾党声势盛大，又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故其声势

甚顺”。在此情景下，“李根源、罗佩金、谢汝翼、李曰

垓等首倡之，与同志赵伸、谢佩青、陈时铨、张大义、

李文治等主其事”，短期内云南的国民党党员数“达

千余人”。杨友棠认为，“此可称为云南党务极盛时

期”。然而，正如邹鲁称国民党成员“龙鱼杂处，真

伪不分”，在云南加入国民党党员的成分也十分复

杂，既有统一党及共和党党员，也有一些地方士绅。

李曰垓、李文治等人虽积极倡导吸收国民党党员，但

他们本人则为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的重要发起人或

成员。还有，“绅耆、道学派之赵藩、孙光庭等，亦加

入党籍”。对此，民国时期编纂的《续云南通志长

编》就称：国民党云南支部成立后，“唯以统一党及共

和党党员之羼入”，从而“分子复杂，意志涣散”，认为

“对于党务殊无若何之推进”。

国民党成立后，积极参与首届国会选举，并占据

了优势，在云南亦复如是。国会众议员选举云南额

定名额为22人，其中国民党即占19人。然而，宋教

仁被刺案爆发，二次革命发生，国民党被袁世凯强行

解散，国民党之命运急剧直转，国民党在云南的境况

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本由同盟会演变而来，源于

同盟会内部松散，会员群体复杂，国民党为争取在议

会选举中获胜，更是广纳党员，不仅不能解决同盟会

原来内部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进一步扩大。

云南的国民党内部也甚为复杂，加以政治形势及各

自见解差异，相互间分离或敌视心理较大。

当时，云南都督蔡锷与贵州都督唐继尧都倾向

于支持袁世凯。1913年12月，参加过腾越起义的哥

老会领导杨春魁率领大理地区的哥老会成员及部分

驻军，“声称奉孙文、李根源等命令”进行二次革命为

号召，发起武装反对袁世凯的活动；同时，还致电李

根源、张文光等到大理“共商南北分治”。杨春魁自

称“奉命讨袁军司令”，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先后占据

邓川、洱源、漾濞数县，但很快被唐继尧派遣谢汝

翼击败。杨本人被擒枪决，其他被牵连者众多，“袁

庶熙被捕，判有期徒刑六年，讲武陆军生，如杨尽

(荩，引者注)诚、刘振武等，亦死事多人”。杨友棠认

为这是国民党在云南发展的“一悲剧”。另外，张文

光虽已经解除了大理提督职务而“家居赋闲”，并声

言将到香港、上海游历，“实未与闻讨袁军事”，但施

继伯、谢汝翼“不念同志、兴其前功，竟以除后患为

言，将其谋害”。张文光本为哥老会成员，其死导致

“凡属哥老会同人，此后相戒，无一人加入吾党(指
国民党，引者注)矣”。按照新加坡《国民日报》的报

道，张文光被杀之日，“方浴于腾越城南硫黄塘中。

一军官奉唐继尧、谢汝翼命，率兵士二十余人，就而

··2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近代史2023.7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毙之”。因此，该报道质疑若张文光参与大理反袁

活动，“岂有大理已覆败，犹从容与人同浴”之事，认

为此系“政府(指云南省政府当局，引者注)遂得假手

(指借杨春魁反袁事，引者注)以杀义士”行为。在

内外困境下，国民党云南党支部的发展很快也陷入

低俗。

唐继尧入黔后任贵州都督，在蔡锷入京后回滇

继任云南都督。关于唐继尧在督滇前后对国民党的

态度，杨友棠在1924年对此有详细论述。杨氏称：唐

继尧在黔督任命过程中，“杨尽(荩，引者注)诚与之相

争于前，又有黔军、席聘臣相与交战”，后“均依北京

政府为之主持袒护，得保其地位”，而袁世凯亦对其

笼络利用之。认为唐于是时，“实际上已脱离同盟

会，而且甚嫉视本党同志，冀泄其私愤”。因此，唐继

尧督滇后，对于国民党(同盟会)的同志，“时欲得之甘

心，有位置者，则加以藉端撤委；无位置者，亦时以侦

探伺之”。杨友棠的论述表明，唐继尧在督滇后，对

国民党力量排斥甚力。尤其是当迤西镇守使谢汝翼

于1914年奉袁世凯召见，在去北京的途中被暗杀，使

云南各方人心惶惶。其中，就有猜测谢汝翼为唐继

尧主使所杀，导致“狡黠者，则早自脱党(国民党，引

者注)表示归诚，始侥幸免于难”，出现“军政界人无

一敢称是国民党”的情况。用李宗黄之语，此景则

是：“癸丑(指1913年，引者注)以后，唐继尧对于党人

驱逐杀戮，无所不至。”国民党此时在云南的活动实

际上陷入停滞。

二、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14-1919)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忧愤交集，不忍见二十

余年艰难缔造之革命主义未达，遽尔不振，乃亲率能

立于战线之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1914
年 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是年 10月 7
日，委任杨益谦为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长。次年2月
15日，孙中山委任周知礼为云南支部长。1915年 5
月 5日，又委任寸海亭为云南缅甸分部长。而后在

1915年至1916年间，又委任明星辰为云南军事联络

员。在 1915年 10月 8日，又颁发了云南司令长官印

一枚，但相关资料未显示任职者为何人。据有学者

的统计表明，当时中华革命党在国内共设立支部 20
个，海外共设支部41个；而有学者则考证认为中华

革命党共设立了164个分部。

中华革命党是在革命低潮时成立的，由于二次

革命的失败，国民党被袁世凯取缔，革命派内部之分

歧颇为严重。孙中山认为讨袁之役失败的原因主要

在于党员不听他的话，对其革命同伴黄兴曾直言二

人“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对黄兴不愿贯彻其讨袁

部署计划十分不满，表示此为“弟(指孙中山，引者注)
所不满于兄(指黄兴，引者注)之处也”。故在组织中

华革命党时，要求写誓约、按指印，这引起部分国民

党党员的抵制，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另组政团。

1914年 8月 13日，部分在东京的国民党党员以讨论

欧洲战争为名，成立了“欧事研究会”。原国民党云

南支部长李根源即是其中重要成员。对于李根源的

这一行为，《续云南通志长编》中这样论述：国父孙中

山以国民党不能为用，决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严

格规定入党手续及宣誓办法；“时滇省国民党主持人

李根源已再度离滇赴日留学，旋组‘欧事研究会’，正

式脱离中华革命党”。事实上，中华革命党的发展本

身就步履较缓、内部分歧颇重，严重影响着其在云南

的组织发展。是时，主持滇政的唐继尧亦脱离国民

党，改隶共和党，与“新兴之中华革命党党人不协”；

而“革命党人之所为，亦多不择手段，以致双方互不

相容，迭起摩擦”。有研究显示，1914年12月之前，

中华革命党的入党党员有 1824人，而云南籍的中华

革命党党员仅22人。

正如有研究者认为由于中华革命党处于秘密活

动状态，难以对其党员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统计。

据笔者目前所阅资料，尚未见有关中华革命党在云

南发展情况的具体论述。不过，前引《续云南通志长

编》中所述的当时云南政情，或可推测出中华革命党

在云南的组织发展规模不可能太大。虽然中华革命

党在云南的具体发展状况无法进行细致描述，但通

过一些资料的表述，或可以窥其大要。

据资料记载，1914年冬间，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

山特派杨华馨、蔡济民、明超伯三人回滇，进行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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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发展事宜，但“未几事泄”。而后，“蔡济民、王

荫南(应是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党员，引者注)两同志

被唐(指唐继尧，引者注)逮捕枪毙”，其借口是“搜出

密电本，显谋不轨”。其他党员则因杨华馨营救甚力

得以幸免，但“实为永远监禁”；其中杜若泉、明超伯、

杨向葵、刘德泽等人，则冒险得以脱身。而在1915年
夏，因袁世凯授意筹安会散播恢复帝制的消息日渐

传开，吕志伊、杨友棠“乃密相约分途归滇，有所筹

谋”。吕志伊刚入昆明，唐继尧即将其拘留入省警察

局；而杨友棠刚到永昌(今保山)，亦被拘禁，其罪名为

“阴谋运动军队”。唐继尧这一行为，引发“一时舆论

哗然”。再因罗佩金、张含英等营救，唐继尧有所顾

忌，最后将吕志伊释放，杨友棠则递解回籍，由地方

官监督管束。吕志伊与杨友棠长期以来与孙中山

关系密切，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他们加入了该

党。他们回到云南即被唐继尧拘留，说明唐继尧严

防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发展。上述内容间接证明了

《续云南通志长编》论述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发展状

态虽较粗略，但符合实际。

黄兴在论及中华革命党在美国旧金山等海外的

发展情况时曾言：“国民党之招牌尚存。而青年党员

于为国民党党员之外，又有填写誓书为中华革命党

党员者；惟老成者尚多反对，故国民党内潜伏此两

派。”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虽然大部分

国民党党员表示支持其决策，但仍然有部分党员表

示反对。事实上，对于原国民党党员及改组后的中

华革命党党员，实难以截然划分。杨友棠就明确认

为护国及护法运动期间，“变乱非常，局势不定，所属

同志亦多分散，出入无常”。此论应是这一时期中

华革命党发展状况的真实反映。

但在护国运动后，中华革命党在云南的境况有

所变化。1915年冬，“筹安会发生帝制风潮”，形势日

渐紧张，“凡属同志，尤见义形于色”。当时，云南“在

省同志罗佩金、赵藩、吕志伊、赵伸、叶荃、邓泰中、徐

进、杨蓁、董鸿勋等奔走呼号，献替可否，颇为尽

力”。而蔡锷、李烈钧、戴勘、熊克武、韩凤楼、刘云

峰、方声涛、但怒刚、杨友棠、杨益谦、张文艺、杨化中

等人亦先后到滇，“与唐继尧决议宣布独立”。自此，

“入于军事状况，所有同志已尽数分途从戎，入川赴

黔出桂经粤，其中以讲武、陆军两校员生义勇忠烈，

战功彰著”。张开儒、顾品珍、赵钟奇、赵又新、黄毓

成、何海清、朱培德、王秉钧、戴永萃、王树藩、李天

保、鲁子材、张怀信、田钟谷、金汉鼎、杨希闵、范石

生、周自得、李植生、刘国祥、李识韩等人“转战数省，

所向有功”。上引未明言所列举的人物是否加入中

华革命党，但其中很多是原来同盟会成员，还称“十

(之，引者注)七八是吾党同志”。这正是此时云南革

命同志“出入无常”的真实表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认为“破

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中华革命

党本部遂于 1916年 7月 25日，向国内外各支部、分

部发出“一切党务亦应停止”的通告。此后，中华

革命党虽然其活动仍然维系，但事实上陷入停

顿。而云南在护国运动后，唐继尧对革命党人的

态度虽有改观，但革命组织在云南仍难展开。李宗

黄就言：“讨袁之役，(唐继尧，引者注)因复走入革命

之路，稍改变从前态度，然皆敬鬼神而远之，不使有

活动之余地。”

三、复杂政局下的曲折发展：中国国民党在云南

的构成及活动(1919-1927)

孙中山虽然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也

面临着严重的认同问题。邹鲁就言，中华革命党成

立以后，虽然精神团结与日俱增，但海外支部的发展

面临着“因居留政府立案关系，仍多沿用国民党名

义”，而国内“亦未明白党已改组，原日国民党员，不

少在本党旗帜下奋斗”，致使“国外有名实不符之病，

国内有实至而名未归之嫌”。其时，“党的名称难于

统一”，到 1919年，各地党部都还有或称“中华革命

党”，或称“中华国民党”及“中国国民党”的现象。

综合各种复杂因素，经过长期的酝酿与准备，1919年
10月 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

党。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其在云南的发展经历了曲

折的过程，直至1930年3月11日，才正式在云南成立

了省党务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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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19-1923年的“地下”发展状态

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时，正值南北和谈之际。

事实上，此时国内政局的核心主要是南北军阀之间

的博弈，政党活动尚不居于显要地位。其时，孙中山

正忙于在南北军阀之间周旋、博弈，其本人于1920年
5月16日在上海国民党本部演讲时也坦承：“本党(指
中国国民党，引者注)自改组以来，我因有许多别项

事故，不能常在本部专心办理党事。”基于诸多复杂

的原因，中国国民党此时的党务发展并不顺利。

讨袁之役爆发后，唐继尧对革命党人的态度虽

有所改变，但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因此，此时国民党

在云南的活动仍不乐观。唐继尧对云南境内的思想

文化控制十分严密。王复生、杨蓝春就言：“本党(指
中国国民党，引者注)宣传图及新滇社出版之《革新》

《铁花》，云南青年社出版之《云南青年》，云南旅京学

会出版之《云南》，留日学生刊印之《曙滇》，完全扣留

销毁。其他国内新出版之书籍，列为禁书者八十余

种，一概检出没收……只须提到唐继尧三字，无论为

毁为誉，便干禁忌”，导致一般云南民众思想十分锢

蔽，对于世界潮流、国际状况、国家地位则“完全模

糊”。二人所论虽然并没有精细地将唐继尧严防中

国国民党的具体做法一一言明，但从中也可窥出当

时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不易。

杨友棠于 1920年在云南的遭遇，也颇能说明唐

继尧时代国民党组织在云南发展的困境。1919年10
月，孙中山虽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

由于党务发展事实上非常缓滞，一些地方还以中华

革命党的旗帜进行党务活动。例如，1920年初，湖南

革命党人仍是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与当时的湖

南都督张敬尧协商政事。1920年1月，杨友棠受孙

中山派遣，回滇发展党务，但“甫到省数日”，即被唐

继尧“亲笔下条”交由宪兵司令部严拿。其后，碰巧

命令才下，唐继尧即被顾品珍发动兵变推翻下台流

亡香港，杨友棠才“幸得无恙”。这带有戏剧性的过

程正体现出唐继尧对国民党组织在云南发展的严防

态度。按照杨友棠所言，他被放出后，因家中有事，

故与吕志伊相商，“将党务事托交旧同志马幼伯(即

马骧，引者注)代理，有杜钟畸、崔文骃两君助之”。

这与国民党组织涣散，旧同盟会党员、中华革命党党

员之间“出入无常”的状况吻合。

顾品珍发动政变，迫使唐继尧离滇，国民党在云

南有了一个短暂的较快发展时间。在顾品珍当政

时，中华革命党才得以在云南正式挂上招牌，“渐渐有

恢复希望”。杨友棠言这一时期，在马骧(即马幼伯)的
努力下，招进了新党员将近百人。顾品珍逐唐后，孙

中山以“滇局既定”，特派吕志伊、杜钟奇、何畏、张元

养、彭嘉犹等回滇，与顾品珍筹商北伐大计，顾亦“慨

允出师”。杜钟奇、马骧、刘古愚、鄢仕周、李成武、李

梧、崔铁君、铁汉、黄嘉梁、杨大铸、唐允仪、邓质彬等

则奉孙中山之命，准备在云南积极整理党务。然而，

好景不长，唐继尧离滇后，再次组织力量返滇，顾品

珍战死，滇政复归唐继尧。此时，云南的革命同志虽

然想继续发展党组织，在云南密组云南同盟会及云

南自治讨贼军，但很快即遭到唐继尧镇压。

唐继尧二次返滇后，对国民党人的敌视“较前尤

甚”。国民党在云南所办《滇声报》的党员唐质仙、杜

钟奇、钟莹如、胡盈川、丁怀瑾等被迫逃匿殆尽，而后

马幼伯等人“误招引土匪吴学显部下支队长另一同

名异字者杨有堂入党”。引进帮派人士入党，这一

“在他省为一寻常之事”的举动，却给了唐继尧口实，

乃“藉故加害”。1921年农历 7月 11日，唐继尧一方

面派人将马骧、崔文骃、邬世周(档案中应为鄢仕周

的误写，引者注)、刘古愚、李成武等 5名正在昆明南

门外进行筵席的国民党同志逮捕，一方面又派队搜

捕马骧的寓所，将国民党在云南的一切党证、名册收

去。然后“不设法庭、不加审计”，以“改造云南运动

军队字样”，于翌日12时将马骧等5人枪毙。这对国

民党在云南的发展打击尤大，杨友棠称此为“云南国

民党籍上所当大书特书纪念为一大悲惨之剧也”。

除了上述5人被杀外，铁汉被唐继尧逮捕，病故于监

狱；邓质彬、邓可庄、栗飞鹏皆先后被拘入狱，2年后

始放；张愚公则被殴几死。这样，国民党在云南的

“党务前途，顿形暗淡”。

正如有研究者所强调的，由于孙中山等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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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在广州革命政府中身兼军政要职，工作中心

是行政与军务，尤其是1921年4月7日孙中山由非常

国会选举为大总统后，军政事务重，党务建设事实上

并不突出。有研究者更认为：1916年中华革命党暂

停党务后，党组织更复涣散。1917年之后进行的护

法运动，一般只知有孙中山以广东地方力量和西南

诸实力派相结合的势力，而国民党则鲜为时人提

及。国民党领导层的精力无法顾及党务发展，而云

南唐继尧又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防范严密，国民党

在云南发展的阻力甚大。

在 1921年唐继尧被迫下野后，孙中山就曾对东

方通讯社的记者称唐继尧是“西南的新军阀”，始终

不肯跟其合作从事革命。而在李宗黄面谒孙中山

时，孙中山又直言唐继尧“这个人头脑太旧，军阀习

气太深。他一方主张护法，一面主张联省自治，目的

就在于割地自雄。他的所作所为，跟北洋军阀又有

几大的差异”。这一谈话，颇能清晰道明双方隐藏在

合作关系背后的复杂性。唐继尧被迫下野后，与孙

中山接触时表示愿意合作，然而私下却又言：“孙中

山创造共和，我唐某人再造共和，让我们两个分庭抗

礼则可，要我当孙中山的部下，那办不到”；“孙先生

创造共和我唐某人再造共和，我们两个都是有功于

民国的人，所以我不能当他的副手”。缘于唐继尧

这样的认识，前述其对国民党采取的态度与手段，则

当属自然。

唐继尧二次掌权后，孙中山也遭遇到了革命征

途中的重要挫折，陈炯明叛变，迫使其不得不离粤赴

沪。在驻粤滇军张开儒、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朱

培德诸人的支持下，孙中山平定了陈炯明叛乱，于

1923年2月返粤成立了大元帅府。此时，孙中山邀

请唐继尧任副元帅职，唐虽表示“孙公在党为唯一领

袖，在国为开创元勋，竭诚拥护，始终不渝”，但“惟副

元帅一职，名分较崇，愧无以应”，表示不愿履职。而

后孙中山委唐以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职，唐才宣

布就任，表示与广东方面一致采取北伐行动。副元

帅一职于唐而言，名义大于实际，而川滇黔司令，却

可以利其“大西南主义”的实践。事实上，此时孙、唐

虽表共同合作，实际各有打算，唐继尧对国民党在滇

发展党务仍然严防。其时，时局之演变使孙中山对

党务工作有了新的认识，1922年秋表示要“制订国民

党的新政策”。而后，孙中山逐渐确立了联俄、联共

方针，并于1923年1月1日在上海发布《中国国民党

宣言》，宣布改进党务；11月25日，发表《中国国民党

改组宣言》。而在此过程中，云南党务并不顺利。云

南籍国民党党员杨大铸亲历了这个过程，他言：孙中

山改组党务，但云南仍处“唐氏高压之下”，国民党在

滇党员“除先后遇害者外，多半出亡外省”。国民党

党员李伯东、邓质彬等都曾先后派员到广州国民党

总部请示具体办法，孙中山以云南情况特殊，“密谕

继续秘密进行倒唐工作，相机应付”。国民党此时

在云南的发展处于一种地下状态。

(二)国民党“一大”后的发展(1924-1926)
1924年 1月 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称此次大会“是本党自

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

次。我们革命党用了三十年的功夫，流了许多热烈

的心血，牺牲了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

国体。但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

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

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孙中山对大

会的召开寄望甚殷。而正如相关研究表明：从兴中

会、同盟会一直到1924年，国民党活动的主要基地和

党员基础，主要是在海外；1923年前后，国民党共有

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共计

400余处，亦多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

部外，其他省区并无正式的组织机构。而在改组后，

国民党逐渐有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到县党部等各

级机构，党务发展组织亦风起云从。不过，云南党

部的发展却较为曲折。

按照规定，国民党“一大”各省的代表名额是 6
人，但须由孙中山指定代表名额的半数，而另一半则

由各地党员投票选举。孙中山指定的云南籍代表是

李宗黄、杨友棠和胡盈川；其他3名代表周自得、杨华

馨、刘国祥，则是由在广东的云南籍党员选举。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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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会的云南籍代表李宗黄曾言：云南籍的6位代

表中，杨友棠、胡盈川早年在日本即已加入同盟会；

周自得时任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系新近入党；杨华

馨、刘国祥则是中华革命党党员；6人之中，仅李宗黄

在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组织嬗变中“始终一以贯之，

从未脱节”。在大会召开过程中，李宗黄和周自得负

责供应其他4人的交通工具，以及他们在穗期间所需

要的各种费用；在各省代表向大会提交各省党务发

展报告时，先由云南新来的胡盈川、杨友棠2人负责

起草报告全文，然后由李宗黄审阅。按上述所言，

除孙中山指定的代表外，其他3名是由在广州的云南

籍国民党党员选举而来，而不是在云南本地选举；其

中又仅杨友棠、胡盈川是从云南出发而来，其他或就

在广州，或从他地而来。这些都表明，此时国民党在

云南的党务是十分脆弱的。在此次大会上，云南籍

的杨希闵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宗

黄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国民党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举行一次，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在 1925年 1月召开。不过，

因孙中山北上后病逝于北京，再加上 1925年初的广

州东征及驱逐在粤滇、桂军队迭次用兵，其间又发生

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致使第二次大会延期。直到

1926年1月4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以在广州

召开。李宗黄所言国民党二大推迟召开的上述原

因客观存在，但国民党上层的分裂亦是重要原因。

事实上，孙中山在世之时，国民党上层已经存在分

歧，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上层分裂加快。而后，“西

山会议”派在上海推出国民党“上海中央”，并在1926
年3月召开了上海“二大”。而在1926年1月，广州中

央召开了“二大”。在广州“二大”上，云南籍朱培德

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实当选为候

补委员。云南籍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杨

希闵已被驱逐出粤，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

委员李宗黄则因家庭原因未能参加广州“二大”。

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到 1926年 10月，国民党在全

国约 90％以上的省区建立了省级党组织。有学者

将这一状态称为“国民党由一个偏处海外的狭隘组

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

础的动员型政党”。但在国民党省党部普遍建立的

这两年时间内，云南省党部却未能建立。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将大元帅府组建为国民

政府。此时，唐继尧仍对国民党采取敌视态度，欲假

“讨赤名略两粤”，双方关系仍未缓和，国民党在云

南的发展仍处地下形态。这一时期，国民党在云南

的组织发展，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云南也形

成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新局面，这也引起

了唐继尧的敌视，为防止“国共两党势力进一步渗入

云南，加紧了‘反赤’行动”。唐继尧指责国民党“为

赤化”，继续“严厉制止关于本党(指国民党，引者注)
之一切宣传组织之活动，凡属总理遗著及各种宣传

品，均被河口检查机关焚毁”，并“通令各印刷所及书

局，不得印行发售”；还“派大批便衣侦探侦察各学校

之集会情形，随时勒令解散”。为抵消国民党的宣

传，唐继尧还利用国家主义派张劲、张介石等，组织

民治党，设立民治学院，发行《民治日报》。国家主

义学说在当时云南曾产生过影响，“教育界亦有少数

受国家主义者之宣传，从事附和，专事造谣告密”。

“国家主义横行，民治党之谬误主张，统治一切。本

党(指中国国民党，引者注)之宣传组织，横遭禁抑，一

般民众宜若无由认识本党矣”。1926年 7月 28日，

唐继尧还大举抓捕国民党人，当时国民党派到云南

的特派员杨蓝春(实为共产党员)被通缉，被迫逃避于

麻栗坡。唐继尧对在滇国民党的持续打压，加以国

民党组织自身的涣散，在滇的国民党党员发生了分

化，个别党员为保全自身，附庸于唐继尧。王复生等

就言，当时任云南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张禄

(即张服真)，曾是国民党派遣到云南工作的特派员，

但依附过唐继尧。孙中山在世时，唐继尧曾“剽窃本

党名义，组织御用的云南国民党俱乐部”，张禄就曾

为该俱乐部一员；为“维持地位之故”，张禄还“不惜

诬校内同志之活动为赤化，指为范石生侦探(此在滇

为攻人最毒之语)”，并且“公然鼓吹国家主义”。不

过，在云南的一些国民党党员亦捕捉到唐继尧的统

治存在严重内部危机，也积极活动，准备倒唐。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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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李表东、董成志、张仁怀等人，于1926年9月派遣

杨春洲、刘琨府(化名黄子仁)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接

洽。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总参谋长李济

深在了解云南党务发展情况后，“密令滇同志楚昌南

及川同志王继孔(二人为黄埔四期学生，引者注)，偕
刘琨府绕道入滇，与李伯东等密组云南临时军政委

员会”。10月，在昆明西山高尧杨升庵祠堂秘密开

会，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李伯东、彭嘉猷、楚昌

南、张仁怀、董成志为执行委员，其中以李伯东为主

席。因国民党中央一时无法接济经费，由李伯东及

其弟李表东变卖私产筹款6万元“为组织武装民众之

用”。其中，积极宣传革命活动的王复生、杨青田等

人，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关于1926年前后云南的国民党党组织具体建设

情况，笔者目前所见资料，对其内容尚无法完全勾勒

出来，并且随着其后国共分裂影响，部分材料的说法

彼此颇为矛盾。1926年某月，国民党青年部党员赵

文涛向国民党青年部报告其与云南代表学生毕昌杰

的谈话，颇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况：

其一，云南全省在 1926年 1月前没有国民党党

的组织。“所有自号为[国]民党的都是已往的同盟会

时代的同志，现在已完全变成反革命了，终日勾结唐

继尧，与之狼狈为奸，以压迫人民为事”。

其二，在1926年的某月初，国民党昆明区党部始

正式成立。“党员之大多数，为云南各地学生所组合

之青年团全体团员，后又加入少量的他界同志。现

共有同志百余人，学生占百分之八十，工商占百分之

二十，农民则尚无加入者。该区党部因为成立甚晚

和党员之不集中的缘故，区分部迄今尚未划分清

楚”。不过，在昆明区党部正式成立前，在 1925年 7
月间“已曾□生过一次组织，组织之□生，系上海学

联会派去张永和、何鸣九二同志以组织学生联合会

之任务到云南，顺便组织。故该组织下共有同志七

人，因形式不完备，故亦没有名称”。

其三，现在国民党昆明区党部负责人为杨蓝春、

王复生二同志，“徐(应为系，引者注)由中央派去者，

(该二同志为北京某大学学生)”。

其四，因唐继尧对“本党衔恨太深，不让做公

开的活动”，国民党在昆明党员的工作，“惟有秘密

开会”。

其五，国民党昆明区党部内，“没有左派、右派

之分，至如共产非共产之区别，则同志中尤无此种

观念”。

毕昌杰是云南牟定人，1923年入省立一中读书，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1926年初，

参与了反对把云南省师范学校及政法学校土地出售

给法帝国主义的运动，率学生代表与省政府谈判，争

回了两校校址。而后，为躲避云南当局的迫害，离滇

到广州，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在大沙头举办的政治

训练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回到云南，

任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委员，分管组织工作。赵文

涛与毕昌杰的谈话，应是毕昌杰到广州后之事。从

上述谈话内容，与前引杨大铸在1929年所撰写的《中

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对照，上述谈话涉及内容应

在是年9月之前。当然，杨大铸所述的国民党在云南

发展的内容，是严格按照仅有国民党党员单一身份

者而论，较少涉及国民党“一大”后跨党党员发展情

况。而毕昌杰的谈述内容，则可能将身份为单一的

国民党党员及中国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的情况都

罗列在一起。

这一谈话内容透露出以下信息：一是此时国民

党在云南的省党部尚未建立，尚未有统一之组织机

构。二是加入国民党者学生居多，而杨蓝春、王复生

是国民党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负责区党部，二人实

为共产党员。三是国民党上层之间左派、右派的分

别尚未明显影响云南。

在内外多重矛盾下，“倒唐”的二六政变发生。

此时，国民党统一全国大势已现，胡若愚及龙云等人

均选择与国民党合作，其后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有

了进步。杨蓝春、王复生就言，“现因云南政局发生

变化，在反唐势力之下，(国民党，引者注)渐能公开活

动”，包括散发传单、粘贴标语等宣传活动都能在昆

明公开进行，此是“党务发展之最好机会”。在这样

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者日渐增多，“统计省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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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增至四百余人”。同时，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决

定从广州先派对工作较有经验的党员同志14人，入

滇到省城及重要城镇分工进行党务工作。

对于上述曲折过程，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

员会在 1938年的工作报告中，对二六政变之前云南

党务发展有过简要总结：民国成立后，“革命风潮，如

风起云涌，滇省党务，似有进展之可能”，然“无如当

时执政者(指唐继尧，引者注)，往往扭于私见，对本党

主义，认识不清，不甚重视”，国民党改组后曾选派党

务人员，来滇秘密活动，“但以形格势禁，迄无成功之

希望”，直至二六政变后，国民党在云南才能公开活

动。这证明了杨蓝春、王复生在1927年所言情况的

真实性。

按照杨蓝春、王复生的报告内容，当时国民党在

云南的400余同志之分布，以在昆明市者为最多(250
人以上)，省党部筹备处亦设此，其余散处在蒙自、个

旧、阿迷(今开远市)、开化(今文山县)、石屏、大理、楚

雄等10余县，多则数十人，少亦数人不等。“惟除蒙自

[、]个旧外，大都不足总纲所规定之县党部的组织、人

数”。基于这样的原因，“省党部迄未能正式成立”。

他们预计省党部成立之期，最早也要在 1927年 4月
以后。事实上，曾经有云南籍的同志提议省党部若

一时不能成，可先到省外如广州、武昌或南昌成立临

时省党部，但最后王复生等人考虑认为“惟此临时省

党部成立之后，不过取得一空洞的名义而已，实际对

滇省党务工作不发生若何影响”，而未采纳此议。

陈公博曾言：“在分共以前，无论何省党务，共

(产党)派组织都做了(国民)党的核心。”有研究者也

认为，“一大”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予以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开展群众运动。中央

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

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

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只是群众运动的实

际工作多依赖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进行。国民党

“一大”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得到较快

发展，但云南由于唐继尧禁止国民党的活动，群众运

动亦与国民党党组织在云南的发展状态一致，多为

秘密进行。1926年唐继尧还曾以“赤化”名义，逮捕

了云南农民协会的委员，致使协会发出了“只有团结

起来，组织在青天白日之下，农民协会之下，在国民

革命的过程中，打倒一切军阀帝国主义者，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打碎束缚爱惜的枷锁”的宣言。直到二

六政变发生后，学生、妇女运动组织才逐渐公开。

这些活动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国民党自

身在云南的组织建设仍然薄弱。

自国民党改组到二六政变之间，国民党在云南

的组织涣散，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其在云南

的党务处于一种分散、凌乱状态。李宗黄在 1927年
2月27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云南党务情

况中就称：“惟云南党务既无根底，应将本党自改组

后整个的组织，整个的方案，完全运用至云南。并应

派最高指导者及筹备员，迅速集中人才，准备极积

(应为积极，引者注)活动，与军事、政治同时进行，以

谋根本之改造，似为急切之图。”此语说明了国民党

云南党务发展相当薄弱。在二六政变后，以国民党

名义在云南进行活动的组织有5种之多，直到龙云

统一滇政后的1930年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组

织成立。

四、结语

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其在云南的发展，由于

本身内部分歧较多，加以云南地方执政者对国民党

的抵制，长期陷入低谷。中华革命党时期，其在云南

的发展，在护国运动时期曾有过短暂的恢复，其余时

间都受到了唐继尧的严防，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国

民党时期，1919年至 1923年其发展处于“地下”状

态，而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其在云南的组织发展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有进步，但仍然相当涣

散及薄弱。

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经历了复杂的嬗变，它的改

组或名称变化，莫不与时局存在着密切关联。在民

国尤其是北京政府时期，西南诸省地方实力派均对

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1913-1927年
间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

发展过程，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国民党一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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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克服其组织发展“先天营养不足”的缺陷，导致其

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党员“出入无常”的境况，这是

其组织建设一直步履蹒跚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北

京政府时期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虽然无力问鼎全国，

但一直在各派势力之间纵橫捭阖，对国民党的态度，

主要以其自身利益为取舍，并无坚定的政治立场。

这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自民初以来国民党的组织发

展就一直受到地方实力派态度影响的客观情况，而

地方实力派对其之态度主要视政局的变化而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

象。这些，既是民国政治极其复杂的重要表现，也是

国民党组织建设及其后建立的党治政体政权十分脆

弱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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